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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使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2003—2021 年共 12 期的合并数

据，分析中国多年来不同教育层级的经济回报变化趋势，并探讨高等教育的经

济回报是否有明显下降。本研究首先测量了不同教育层级的收入回报差异并

展示其变迁趋势，随后采用因素分解法，评估市场岗位环境等五个维度的社会

结构因素的变化对不同教育层级经济回报的影响。结果显示，不同教育层级的

经济回报在近 20 年整体维持在比较稳定的范围；社会结构的变化一方面增加

了高等教育群体相对于高中学历群体的经济回报，另一方面又缩小了其他教

育层级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从出生队列来看，20 世纪 70 年代到 90 年代出

生群体的高等教育经济回报未发生明显变化；市场岗位增加等结构因素的变

动有助于维持高等教育回报的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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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Education Return from 2003 to 2021：Stratification，
Trend，and Social Structural Change
JU Guodong CHEN Yunsong
Abstract：Although education return has always been a hot topic in Chinese
sociology，most of the existing studies focus on exploring causal relationships and
heterogeneous effects in individual life courses，and efforts to track the long - te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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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nd at the macro- level remain scarce. Using pooled samples comprising 12 waves
of data from the CGSS surveys between 2003 and 2021，we analyse the trends in
earnings at different education levels in China over the last two decades and
examine whether the economic returns to higher education have experienced a
significant decline.

Using high school graduates as the reference group，the study first measures
the differences in economic returns of different education levels relative to the high
school-educated population and presents the trend of change over the last two
decades. Next，we employ the factor decomposition framework to assess the impact
of long- term changes in five dimensions of social structural factors，such as market
environment on the economic returns of different education levels . The results show
that，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postgraduate group，the overall economic returns for
all education levels have remained in a relatively stable range over the last two
decades. By controlling for social structural factors at the 2021 level for each wave，
we find that long - term changes in social structure have increased the income
advantage of the higher educated people relative to high -school population on the
one hand，but have narrowed the income gap between groups in other educational
levels on the other hand. By analysing the birth cohorts of the samples，we also
find that the economic returns to higher education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for the
1950s and 1960s birth cohorts than for those born after 1970，but the economic
returns to higher education remain relatively stable between the 1970s and 1990s
birth cohorts . With the expansion of higher education，changes in structural factors
such as the increase of high - level jobs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relative stability or
slight increase of economic returns to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Keywords：education return，longitudinal trend tracking，social structural change，

decomposition framework，counterfactual scenario

一、引言

近年来，伴随着中高考学生升学压力的加大、考研人数的逐年增
加、毕业生就业竞争的加剧，社会对教育回报的关注热度居高不下，
“学历贬值”等话题也经常见诸于媒体报道和社交平台的讨论。这些话
题既真实反映了社会大众的关切与期待，也不断放大着人们对于教育
问题的焦虑。目前学术界与社会大众对教育回报的关注点主要在高等
教育，职业教育、初高中教育等被相对忽视，而后者所在的教育层级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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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恰恰又占据了中国社会的主体，相关研究的缺失可能会导致“沉默的
大多数”的出现。事实上，教育回报一向是社会科学界深切关注的议题
之一，很多研究均为教育回报的讨论提供了宝贵的知识积累，促进了对
中国教育回报状况的理解。但现有研究多采用个体的生命历程视角，在
呈现长时段变迁趋势方面尚有不足。一些研究尽管使用了多期调查数
据来探索趋势，却又受困于不同年份之间收入数值不能直接比较、纵向
社会结构因素变迁导致宏观社会环境存在差异等问题。因此，本文尝试
采用有别于微观因果分析的历史趋势追踪的宏观视角，呈现各教育层
级平均收入差异在近 20 年的变动趋势，回应高等教育经济回报是否下
降的问题，并探索社会结构变迁对教育回报的影响。

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我们合并了 2003—2021 年 12 期中国综合社会
调查（CGSS）的数据，采用相对收入的比值衡量不同教育层级群体相对
收入的变化。因为各个教育水平群体的收入分布均为一个区间而非特
定点位，所以，我们将使用双组 T 检验来计算不同教育层级群体之间的
相对差值和置信区间。考虑到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一些社会
结构特征在近 20 年发生了显著变化，也会影响不同教育层级群体的经
济回报，因此，我们采用迪纳多（DiNardo，1996）与帕罗林等（Parolin and
Gornick，2021；Parolin，et al .，2023）的因素分解框架，构建了反事实情境
测量五个维度的社会结构特征变化，以展现它们对教育回报的影响程
度。通过梳理和反思前人研究，运用新方法分析不同教育层级的回报趋
势，我们希望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有力的实证支持，以应对社会对教
育回报的广泛关注和民众潜在的教育焦虑问题。

二、文献综述

（一）教育的经济回报来源
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如何影响个体的收入水平？已有研究从三

个视角提供了解读。第一，劳动经济学强调了教育对个体人力资本的提
升作用。教育会通过提高专业能力的方式助力个体更好地满足相关职
业的需求，所以，教育水平更高的人在劳动力市场中会占据更为有利的
位置，并得到更为丰厚的经济回报（Mincer，1974；Harmon，et al . , 2003；
Becker，2009）。按照这个逻辑，获得更好的教育就会被看作一个消除贫
困、增长收入的主要途径（张文宏，2023）。此外，已有研究指出，教育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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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人力资本的提升并不局限于特定的职业技能，还包括社交能力、自
尊感等非认知能力（许多多，2017），因此，与职业教育相比，高等教育对
个体收入的提升作用也更为显著。因为在不同的市场状态下，劳动力的
选拔机制也不同，充分发展的劳动力市场更侧重“量才取用”而非基于
社会关系的“任人唯亲”，所以，在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国家向市场体制
转型的过程中，教育带来的经济回报也会更加显著（Nee，1989）。

第二，布迪厄（Bourdieu，1998）的文化资本视角则强调了家庭背景
等先赋因素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个体接受教育的机会和获得教育回报
的程度。更高阶层的群体不仅能通过投入更多的经济文化资源来助推
子女获得更高、更优质的教育，还能把接受高等教育和获得相关文凭制
度化为一种文化资本代际再生产的途径（Blau and Duncan，1967）和一
套传递文化符号、获取阶层认同、巩固现有秩序的社会仪式（Nash，
1990）。因此，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更容易被更高阶层接纳，并在权力与资
本的分配过程中占据有利的位置。

第三，一些研究从样本选择的角度对教育回报进行了内生性解释，
即强调具有高等教育水平的人拥有更优的条件和能力，这些资源使得
他们在市场竞争中天然地占据优势地位，并获得更为丰厚的经济回报
（Kenny，et al . , 1979；Heckman and Li，2004；Gunderson and Oreopolous,
2020）。也就是说，一些难以度量的个体条件（如智商）充当了教育水平
和经济收入之间的混淆变量，使两者表现出统计学意义上的（伪）相关
（句国栋、陈云松，2022）。而个体的教育水平本身只是作为这些能力与
资源的代理变量，与经济收入并不具有强因果关系。

以上三种视角并不互相排斥，可能只是以不同的程度和形式同时
产生作用，比如，经济学的“信号理论”强调学历和文凭在市场上被视为
更强能力的信号佐证，从而能获得更多的经济回报（Riley，1979；李锋亮
等，2008），这一视角实际上结合了文化资本与样本选择两种机制。

（二）对中国教育回报趋势的讨论
基于以上理论回顾，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因果推断在有关教育回

报的研究中占据极为关键的位置。根据方法取向，我们将现有的教育回
报研究分为四类。第一，教育回报研究领域最为经典的设定是明瑟收入
方程（Mincer，1974），一般以个体收入（对数）值为被解释变量，主要解
释变量包括个人的教育水平和工作年限及其平方。现有研究多是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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瑟收入方程的基础上增加了性别、城乡、就业单位、相对教育位置等变
量，并展示了教育回报与这些因素的相关性和交互作用（李春玲，2003；
李锋亮等，2008）。第二，不少研究使用断点回归、倾向值匹配、工具变量
等准实验设定来寻找教育回报的因果证据，即回答教育层级与收入水
平的正向相关究竟是接受教育带来的回报，还是因为获得更高水平教
育的人本身能力突出造成的伪相关。比如，已有研究基于 1986 年义务
教育法的实施和 1999 年大学扩招等外生性政策的变动，使用断点回归
等准实验方法来检验两种教育层级对个体的经济回报（许玲丽等，2012；
刘生龙等，2016；刘生龙、胡鞍钢，2018）。第三，一些研究关注个体的不
同属性对教育回报的异质性影响，比如，通过控制个体能力代理变量来
区分出生地与就业类型对教育经济回报的影响（李雪松、赫克曼，
2004），或者使用倾向值匹配等方法来控制样本偏差，从而对比高中—
大学、城乡出生群体的经济回报差异（简必希、宁光杰，2013）。第四，也
有研究通过合并多期调查数据的方式来关注教育回报的纵向变迁趋
势。与前三类研究相比，关注教育回报长时段趋势研究的数量相对有
限，但由于教育回报趋势是本文的核心关注点，因此，我们聚焦这一议
题，并分高等教育与其他教育两部分详细讨论这些研究。

1. 高等教育
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高等教育的扩张出现得更晚。在 1977 年恢

复高考后，具有高等教育水平的人的数量开始稳定增长，1999 年开始
的大学扩招（刘生龙、胡鞍钢，2018）使得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的数量和比
例迅速增长。与此相应的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教育回报曾经相对
很低（Johnson and Chow，1997），在 80 年代甚至出现了“脑体倒挂”现象
（李春玲，2003）。而在 90 年代和 21 世纪初期，这一趋势发生了改变，中
国的教育回报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维持了稳定且显著的增长。

李实和丁赛（2003） 通过分析 1995 年、1999 年两期入户调查数据
后，发现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城镇居民的教育收益率不断增长，尤其是
高等教育与其他教育层级相比相对回报率有更大的提升，而同一时期，
小学及以下的教育层级的收入增长近乎停滞。从 1991 年到 2006 年 6
期的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显示，尽管在 90 年代初期的确
出现了“脑体倒挂”现象，但这个趋势随后迅速逆转，并呈现学历越高收
入越高的特征，而高等教育的回报率在经历了 90 年代的快速增长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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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2006 年出现停滞状态（何亦名，2009）。刘泽云（2015） 对横跨
1988 年到 2007 年的 4 期中国城镇居民收入调查的数据研究后同样发
现，高等教育的回报率自 2002 年以后涨幅明显变小，但在把个体配偶
的教育水平作为工具变量后，又发现这一时段回报率的涨幅其实是能
够与前期相匹配的，而在线性回归中观察到的 2002 年的高等教育回报
率涨幅停滞趋势主要来自女性与年轻群体。

胡安宁和希贝尔（Hu and Hibel，2014）基于 CGSS 2003 年和 2010 年
2 期数据的研究发现，大学学历的经济回报在该时间窗口呈增长趋势，
且出生于不同社会背景的个体在接受高等教育后获得的经济回报具有
同质性；袁媛和张文宏（2023）通过合并 2005 年到 2021 年 10 期的 CGSS
数据后分析发现，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并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
相比，“80 后”“90 后”的收入回报有明显降低，高等教育获得者的收入
回报整体呈现 V 型趋势，2013 年前后经济回报最低；王骏（2016）对
CHNS 1989 年到 2011 年的 9 期合并数据分析后发现，高等教育回报率
在该时段整体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此外，郭冉和周皓（2020）对 CGSS
2003 年到 2015 的 9 期数据分析后发现，在控制个体接受高等教育的概
率变量后，伴随着大学的扩招，高等教育的回报由偏向中低阶层群体转
为只对中产阶层显著的倒 U 型模式。

2. 其他教育层级
与高等教育层级相比，有关其他教育层级经济回报的研究明显更

少。现有案例显示，与普通大学本科相比，成人教育本科的经济回报率
显著更低，二者的经济回报率未表现出显著差异。同时，高等教育的收
入回报又都显著高于高中教育（许玲丽等，2008）。就职业教育与普通高
中教育的经济回报差异而言，尽管接受职业教育的群体与具有高中学
历的群体相比整体上拥有更高的收入水平，但随着职业教育文凭价值
的降低，这种相对优势在 1990 年后接受职业教育的群体（从出生队列
看为 1975 年后或 1980 年后出生的人）中已不复存在（陈伟、乌尼日其
其格，2016）。已有研究显示，高中教育的回报率曾经长时间保持增速，
但在 2009 年后有大幅度降低（王骏，2016）；刘生龙等（2016）通过将义
务教育法的实施时间设置为断点，使用自然实验设计的方法确认了完
成义务教育者的教育回报率相较于未完成义务教育的个体有显著的增
长；曹黎娟和颜孝坤（2016）使用 2011 年CHNS 横截面数据的研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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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不同教育层级的经济回报差异，发现教育收益率随着教育阶段的
提升而不断增长，这个规律在城市和乡村的群体中均适用。

（三）群体层面的趋势追踪：研究教育回报的另一种视角
综观以上有关教育回报趋势的研究，大多存在时间窗口较短、相邻

调查间距较大、未能涵盖最新近的信息等不足。而最近的一些研究，受
益于 CGSS、CHNS 等系列调查的长期积累，得以呈现更丰富的细节（王
骏，2016；郭冉、周皓，2020；袁媛、张文宏，2023）。已有研究的另一个缺
憾在于主要关注高等教育的回报，而对其他教育层级的关注相对较少。
此外，现有相关研究通常沿用明瑟方程来比较特定教育层级对应的回
归系数在不同年份的差异，但以个体收入（对数）为因变量的明瑟收入
方程更适用于即时的横截面数据，当该方程应用于多期横截面组成的
长时段数据时，就需要考虑货币购买力的纵向变化。尤其是中国近 20
年来，个体的绝对收入水平经历了显著的非线性增长，已不适用于在同
一模型中直接计算并比较不同年份对应系数的做法，很多关注教育回
报长时段趋势的研究因此都选择将不同年份的样本数据分别纳入独立
模型，然后再对比不同模型对应回归系数的变化（何亦名，2009；简必
希、宁光杰，2013；刘泽云，2015；王骏，2016；郭冉、周皓，2020），这也使
得相关研究的模型限制更多，解读起来更加复杂。

此外，明瑟方程在设定上更关注于微观个体的生命历程，而这一视
角与追踪长时段趋势的目的有所不同。比如，经典明瑟方程假设市场环
境是完全竞争的，即同等人力资本的回报率在不同岗位、地区和环境都
相同，但这与现实情境并不相符，因此，研究者往往选择在模型中增加
个体行业、岗位、地区等控制变量，以求从教育的“毛收益”中解析出
“纯收益”（李实、丁赛，2003）。但个体从事的行业和岗位等变量同样受
教育的影响，控制这些特征相当于控制了教育到收入的中介变量，又会
导致对教育回报的低估（刘泽云，2015）。事实上，与自然实验设定相比，
单纯的明瑟方程并不能胜任剥离出代表着因果关系的“纯收益”的任
务，而这种设定的不确定性也会传导到对教育回报趋势的测量中。

考虑到上述问题，本文将采用一种有别于微观个体生命历程的宏
观趋势追踪视角。两者的区别在于，基于微观个体生命历程的研究需要
在模型中控制其他变量的影响，并从教育的毛收益中分解出纯收益；宏
观趋势追踪则把教育层级作为群体划分的唯一标度，关注不同群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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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宏观差异，因此会聚焦于教育在群体中的毛收益而非对个体的纯
收益。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说的“宏观”，指的是全景式的宏观历史变
动视野，而不是在省份、城市等层面的区域性宏观测量。事实上，作为个
体收入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教育层级天然具有划分群体的功能。已有研
究指出，在获得高等教育后，家庭出身对个体获得的经济回报的影响大
大降低（Hout，2012）。也就是说，优势地位家庭影响子女在劳动力市场
中表现的主要途径是增加其获得更高教育层级的机会，而来自劣势地
位家庭的子女接受优质教育后获得的相对教育回报会更高（Brand and
Xie，2010）。在一定程度上，接受相同的教育抹平了个体间的先赋差异，
使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了相似的起点。因此，教育水平无论在多大
程度上代表个体能力的高低或文化资本的多少，学历或教育层级本身
作为一种既有符号都已经将社会成员划分为不同的群体，并与这些群
体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差异化回报密切关联。由此可见，从宏观上度量来
自不同教育层级群体的市场表现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

仍然需要说明的是，本文选择从群体层面聚焦教育层级与经济收
入的直接关联，暂时不关注个体的因果，但这并不意味着忽略了各教
育层级群体的内部异质性，而是强调他们在教育层级这一个决定收入
水平的核心特征上有相同的标签，并能够作为同一个群体加以考量。
本研究同样强调对趋势背后机制的探索，只是更聚焦于宏观层面社会
结构因素的纵向变迁带来的影响，而不是微观上基于个体经历的因果
关联。

（四）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
与横截面或短窗口的研究相比，探讨教育回报长时段趋势的研究

需要格外关注诸如教育层级分布、市场岗位类型等社会结构因素的影
响，这是因为，这些因素在短期内一般不会有剧烈变动，但在较长的历
史跨度里会出现明显变化。举例来说，通过 20 年高等教育的人才积累，
具有高等教育水平的人的社会占比会更高，更充足的市场供给可能会
降低高等教育水平群体的市场价格。同时，经过近 20 年的发展，社会需
求获得了更充分的释放，高端岗位被不断创造出来，也为高等教育水平
群体提供了更丰厚的经济回报。这些社会结构的变化共同影响着不同
教育层级的经济回报。

因此，我们强调，在基于横截面或短窗口的研究中，宏观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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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的变迁对教育回报的影响固然可以被相对忽略，它对于意图理解
长时段教育回报趋势的研究却非常关键。近 20 年来，中国社会的一些
结构特征已经发生明显改变，并在宏观层面上作用于教育层级和收入
分配。比如，周翔（Zhou，2014）通过比较高等教育扩张、国有部门就业占
比下降、农村到城市的人口迁移等三种社会结构因素变化对城镇收入
差距的作用，发现前两种社会结构因素对收入差距的扩大有显著影响。
同样是探讨城镇工资不平等的来源，艾普尔顿等（Appleton，et al .，2014）
基于 3 期家庭收入调查数据的研究则强调了性别、职业、所有制形式及
地区间的结构因素变化的作用。此外，一些研究着重强调了劳动力市场
环境与提供的岗位变化对教育回报的影响，比如：王骏（2016）认为，高
等教育回报的变动主要是由市场对相关人才需求的变化引起的，同时，
高等教育发展带来的人才供给变化也有辅助效果；1993 年国有部门劳
动工资制度改革对教育收益率有明显提升作用（齐良书，2005）。其他一
些研究则涉及教育扩张（常进雄、项俊夫，2013；张超等，2015；郭冉、周
皓，2020）、体制内外收入模式差异（李春玲，2003）等社会结构因素的影
响。此外，不同维度的社会结构因素可能存在交互作用，比如，大学扩招
使得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不断增长，而他们将来更可能留在城市并从
事非体力劳动（张超等，2015）。于潇和陈世坤（2019）使用广义分位数回
归区分教育水平与不同人口流动模式间的交互效应后发现，城乡流动
对不同教育水平的回报有差异性影响，且这些分布特征的变化也影响不
同教育层级群体之间经济回报的差异。本文尝试采用因素分解的方法来
探讨社会结构因素给不同层级教育回报带来的影响。

三、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
本文的分析数据来源于由中国人民大学及其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

主持的 12 期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3、2005、2006、2008、2010、
2011、2012、2013、2015、2017、2018、2021）。CGSS 采用分层抽样设计，覆盖
社区、家庭与个人等多个层面，各期样本在全国范围内拥有良好的代
表性，是中国现有质量最高的连续性综合调查数据之一。通过对各期
数据的选定变量进行统一标准的清洗整理，我们将 12 期数据合并为
统一的数据集加以分析，并以年份虚拟变量标识各期的调查时间。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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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本文聚焦的是不同教育层级相对经济回报的变迁，所以参考已有研
究操作，去除在调查期间处于失业或在校状态的样本后，最终获得有
效样本 90 216 个。

需要注意的是，CGSS 在不同年份的抽样策略有一些差异，比如，
2003 年的调查仅在城镇地区抽样，2021 年的调查样本未覆盖上海、云
南等 13 个省份，为此，我们也尝试仅选取城镇样本、选取来自所有调查
时期均覆盖的省份的样本等设定，以确保分析结果的稳健性。此外，在
一些早期年份的调查样本中，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较少（如 2003 期、2005
期分别只有 30 位、22 位），在结果中体现为该组趋势线的置信区间更
宽，波动更剧烈，本研究在解读相应结果时会予以考量。

（二）变量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个体收入水平”。我们将包括工资与其他收

入在内的个体年度总收入处理为个体月平均收入。由于收入分布多呈
现长尾分布，在描述收入变量统计特征时会因为少量离群值而出现较
大偏差，所以已有研究多采用将收入数值取对数或删截处理（cut-off）的
做法（Engzell and Mood, 2023）。 为了避免改变变量分布，本文采用第
二种处理方式，对各期数据分别以平均数加和标准差的 5 倍作为上界，
删去个体月收入超过此界的样本。因为这里的 5 倍标准差为主观选定
的界限，所以我们也尝试使用 4 倍或 6 倍标准差，以及使用封顶处理
（top-code）的方式，将超出收入上界的样本统一赋值为该上界而非删除
等做法作为稳健性检验，所得结果均保持一致。

2. 解释变量
本文把“教育层级”作为关键解释变量。与受教育年限相比，本文更

关注作为类别变量的不同教育层级之间的回报差异。已有研究显示，按
照不同教育层级计算的年平均教育回报率存在明显差异（李实、丁赛，
2003；李峰亮等，2008；何亦名，2009；简必希、宁光杰，2013）。参考已有
研究设定（李实、丁赛，2003），本文将中专、中等技术学校及职业高中合
并为“职高 /中专 /技校”以代表中等职业教育。为保证每个类型都包含
较充分的样本自由度，我们将高等教育区分为“大学专科”“大学本科”
“硕士及以上”，但在本科 /专科学历中不再区分全日制和成人教育，这
样的做法与已有处理方式一致（李雪松、赫克曼；2004）。许玲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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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发现，尽管成人教育本科的经济回报率低于普通大学本科，但其
相对差异远小于与其他教育层级之间的差别，且成人教育专科与普通
大学专科之间的经济回报率没有统计学差异，也佐证了这种分类的合
理性。其他教育层级包括“不识字”“小学”“初中”与“（普通）高中”。少
量样本的教育水平是“私塾教育”，在分析中统一归入小学层级。

图 1 以描述性统计方式展示了不同年份各教育层级群体的月收入
均值，纵坐标的个人月收入水平采用了对数化处理。图 1 显示，在过去
的 20 年，中国民众的月平均收入呈现显著的增长趋势，且这种趋势在
不同教育层级的群体中普遍发生；不同教育层级的群体在平均收入上
存在稳定的分层现象，即各教育层级对应的收入序列在不同年份保持
稳定。具体而言，大学及以上学历的群体始终处于收入的最高位置，其
次为职业高中与高中学历群体，而初中、小学学历及不识字的群体月平
均收入始终居于最低端，这种平均收入的排序与日常大众社会认知中
的“教育层级”完全对应，反映了教育水平与收入的正相关关系。值得注
意的是，因为 2003 年的数据只包含来自城镇地区的低学历样本，而之
后各期调查数据均包含了来自农村地区的低学历样本，而城镇地区的
较低学历群体平均收入水平明显高于农村地区的较低学历群体（任强
等，2008），所以，这种样本选择偏差导致了 2003 年的数据中初中及以
下学历群体的平均收入水平高于之后数期数据。

注 ：本文图示均已使用不同形态区分点线 。

图 1：不同教育层级个体月收入水平趋势 （对数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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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近 20 年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与社会的急剧变化，不同年份
的工资数值在购买力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因此，更为合理的比较方式
是构建一种基于各年份情况的弹性指标，即先计算同一时期组间相对
差异，再对比差值在不同时期的变化趋势。这种做法近年来在收入不平
等研究领域比较流行，比如：维默等（Wimer，et al .，2020）利用处在 10%
—50%收入分位的美国家庭的收入比值（p50/p10）变化来呈现近 50 年
美国家庭收入分布的不平等趋势；帕罗林等（Parolin，et al .，2023）聚焦
美国低收入群体，通过计算处于 5%—15%收入分位的美国家庭的收入
比值来揭示福利制度如何加剧了低收入群体内部的分化；宋曦等
（Song，et al .，2020）使用基于同一时期各类职业从业者的教育程度排名
来计算相对职业声望的“rank-rank”法测量美国社会 150 年的代际流动
趋势。此外，尽管现有教育回报研究大多遵循明瑟方程的设定，纵向对
比相邻时段同一教育层级的对数收入差别，但一些研究也选择报告横
向对比的不同教育层级间收入差异及其变化趋势（李实、丁赛，2003；何
亦名，2009）。以上案例都佐证了本文研究策略的合理性。

不过，上述研究都存在作为“锚定点”的固定的位置指标，如收入
分布的特定百分位、职业的相对声望排名等。但是，不同教育层级的群
体收入均为非固定的分布区间，无法直接比较差值。为此，我们采用组
间 T 检验的方式检验两组分布是否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不同，并
构建不同教育层级间收入差异的相对比值和置信区间，两项指标的公
式表达如下：

Ratel/ r =（El - Er）/Er

CIl/ r =
（El - Er） ± 1.96 ×（ s2l

nl
+ s2r
nr■ ）

Er

其中，r 代表作为参照组的教育层级。本文统一选取“高中”为参照组，
是因为接受高中教育的样本比较多，且高中教育水平群体的收入水平
变化相对稳健，取对数后为近似直线的幂率分布（见图 1）。此外，高中
教育位于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虽然具有高中学历的人在传统认
知中属于“知识分子”，但又不能在工作分配、城镇落户、学历门槛等方
面享受优待，从而使得高中教育成为一种“中间层级”的教育类型，已有
研究也多使用高中教育水平与其他教育水平作对比（何亦名，2009；简

E E s2l s2r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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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限于篇幅，相关检验结果将不在文中一一展示，有需要者，可与作者联系索取。
2. 因年龄、时期与队列为完全共线性关系（年龄=时期-队列）（Fosse and Winship 2019），
故本文选择呈现调查时期与出生队列两个维度。

必希、宁光杰，2013）。Ratel/ r 指教育层级为 l 的群体收入均值El 与高中
教育层级 r 收入均值 Er 的差除以 Er 基底后得出的相对比值，代表了该
教育层级群体的收入相对于高中教育层级群体收入的差异。比如：如果
某期数据 Ratel/ r 为 0.5，则意味着教育层级为 l 的群体平均收入是高中
教育层级群体平均收入的 1.5 倍；假设某期小学教育层级群体的 Ratel/r值
为-0.5，则代表当期小学教育层级群体的平均收入仅为高中教育层级
群体的一半。所以，我们让不同时期高中教育层级群体的 Rater/r 始终等
于 0，这样，具有高中学历的人就可以充当在不同调查时期之间锚定的
参照物。置信区间的上下界则由相对收入差值加减0.05 的统计水平的
T 检验置信区间（1.96 倍标准误）后除以 Er 基底得到。

3. 社会结构变量
参考已有研究，本文主要关注包括群体人口学特征、原生家庭背

景、教育层级分布、家庭结构变迁、市场岗位环境这五个社会结构维度
的 14 个变量。近 20 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在这些层面上均有一定程度的
变化，并进一步影响了不同教育层级群体的收入水平。比如，劳动力市
场上高等教育水平群体比例上升可能使得对口岗位竞争更加激烈，群
体平均教育回报相对降低。市场的扩大、高端岗位的增加，以及对口人
才面临更丰厚的机会和待遇，又可能会提高特定教育层级的经济回报。
其中，人口学特征维度包括样本性别分布、是否少数民族和受调查时的
年龄区间；原生家庭背景维度包括样本 14 岁时的户口分布、父母的教
育层级和父母是否至少有一人为党员；教育层级维度包括各期数据中
不同教育层级群体的分布；家庭结构维度包括婚姻状态与子女数量分
布；市场岗位环境维度包括样本户口分布、是否为党员的分布、工作状
态和所在单位性质。表 1 展示了相关变量在合并数据中的分布。这些变
量在不同调查年份有明显变化，使用卡方检验均呈现高度的统计学显
著性。1进一步提示长时段的社会结构变化在本研究不可忽略。表 1 也
展示了有效样本的出生队列（cohort）分布，处在同一队列中的个体有相
近的生命历程，会面对相同的时代与社会环境，因而在分析中作为与调
查年份平行的另一种纵贯度量方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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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变量描述性统计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人口学特征变量 市场岗位环境变量

性别 当前户口分布

女性 43 066 47.74 农村户口 45 353 50.27
男性 47 150 52.26 城市户口 44 863 49.73

民族 单位性质分布

汉族 83 580 92.64 外资企业 1 007 1.36
其他民族 6 636 7.36 政府机关 2 079 2.81

年龄区间 私人企业 10 144 13.71
<20 622 0.69 社会团体 312 0.42
[20，30) 10 702 11.86 国有企事业单位 18 589 25.13
[30，40) 17 682 19.60 务农 25 696 34.73
[40，50) 20 743 22.99 个体户 15 497 20.95
[50，60) 18 396 20.39 其他 659 0.89
>=60 22 071 24.46 政治面貌分布

原生家庭背景 非党员 78 044 86.59
14岁户口 党员 12 088 13.41
农村户口 56 038 62.12 工作状态分布

城市户口 34 178 37.88 全职工作 66 367 73.56
父母政治面貌 兼职工作 6 567 7.28
非党员 76 640 84.95 退休 17 282 19.16
至少有一人党员 13 576 15.05 教育层级分布

父亲教育层级 不识字 8 465 9.40
不识字 30 798 36.82 小学 19 980 22.18
小学 28 853 34.50 初中 27 099 30.08
初中 13 166 15.74 普通高中 11 548 12.82
普通高中 5 472 6.54 职高/中专/技校 7 290 8.09
职高/中专/技校 2 263 2.71 大学专科 7 986 8.86
大学专科 1 353 1.62 大学本科 6 945 7.71
大学本科 1 654 1.98 硕士以上 783 0.87
硕士以上 77 0.09 出生队列

母亲教育层级 1940s 11 012 12.96
不识字 49 768 58.52 1950s 18 509 21.79
小学 20 813 24.47 1960s 21 208 24.96
初中 8 692 10.22 1970s 18 643 21.94
普通高中 3 041 3.58 1980s 12 017 14.14
职高/中专/技校 1 460 1.72 1990s 3 493 4.11
大学专科 653 0.77 2000s 77 0.09
大学本科 599 0.70 调查年份

硕士以上 19 0.02 2003 4 442 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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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家庭结构 2005 8 823 9.78
婚姻状态 2006 7 719 8.56
单身 7 620 8.45 2008 4 765 5.28
已婚 74 172 82.26 2010 9 209 10.21
离异/丧偶 7 510 8.33 2011 4 415 4.89
同居 861 0.95 2012 9 275 10.28

子女数量 2013 8 792 9.75
无子女 12 500 13.97 2015 8 160 9.04
1 37 952 42.41 2017 9 440 10.46
2 25 282 28.25 2018 9 553 10.59
>=3 13 761 15.38 2021 5 623 6.23

（接表 1）

（三）反事实的分解框架
为了解决因购买力变化和异质性等因素带来的不同年份工资不可

比的问题，本文比较的是同期教育回报相对比值的变化趋势，而不是直
接对比收入（对数）数值。然而，如果不控制社会结构特征的差异，而是
只关注不同年份相对比值的对比，将难以区分不同年份之间的差异究
竟是来自教育回报的直接变化还是社会环境的变迁。换言之，不妨将社
会结构的变迁视为导致教育回报“上升或下降”趋势的部分原因，分析
这些社会结构因素在什么程度上决定了教育回报的走向是机制探索中
的关键环节。因此，本文选择采用帕罗林等（Parolin and Gornick，2021；
Parolin，et al .，2023）基于迪纳多等（DiNardo，et al .，1996）的研究方法发
展出来的分解框架，通过对不同调查年份样本构建反事实情境的方式，
揭示社会结构因素对不同教育层级经济回报差异的影响。

自从 Blinder-Oaxaca 分解方法（简称“BO 分解框架”）将工资分解为
个体特征与结构变化两项（Jane，2008）之后，经济学领域已开发出很多
因素分解方法（Fortin，et al .，2011），并被广泛应用。比如，司秋利和张涛
（2021）结合分位数回归与 BO 分解发现，当前高等教育回报兼具偏好
中高收入群体的“马太效应”与缩减城乡收入差距的“公平效应”两种特
性。布朗分解则在 BO 分解框架的基础上增加了职业类别维度，比如，
陈伟和乌尼日其其格（2016）使用布朗分解后发现，接受职业教育与普
通高中教育的群体之间的收入差异，主要是接受职业教育者更倾向于
从事专业技术类职业所致。还有研究对比了城镇人口在 1996 年和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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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收入差距，并使用方差回归（Western and Bloome，2009）分解收入差
距扩大的趋势，将其归因为教育回报提升与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的共
同作用（Zhou，2014）。

考虑到基于均值的分解方法无法区分工资分布的整体差异（卢晶亮，
2018），迪纳多等（DiNardo，et al .，1996）提出了通过对样本重置权重的
方式来构建反事实情境的“权重重构法”（reweighting approach）。这种方
法是基于指定基准样本分布对目标样本重置权重，使得目标样本的选
定特征能够与基准样本相匹配，从而使得不同时期样本的社会结构因
素具有可比性，也可以理解为通过计算倾向值得分来加权匹配样本的
操作（胡安宁，2012）。如果目标样本中特定个体的特征与基准样本比较
接近，则所赋予的权重更大；反之，如果一些样本的特征与基准样本相
差很大，则会被赋予更小的权重。通过这一操作，指定样本就被重构为
一种和基准样本特征类似的“反事实情境”。基于这一思路，已有研究使
用以权重重构为基础的再中心化方法（Firpo，et al .，2018） 构建反事实
情境，并结合分位数回归，报告了城市劳动群体收入不平等上升的影响
因素主要是国有单位就业占比下降与非正规就业比重的上升（卢晶亮，
2018）。帕罗林等（Parolin and Gornick，2021；Parolin，et al .，2023）的因素
分解框架也是采用迪纳多等（DiNardo，et al .，1996）的“权重重构法”构
建控制社会结构特征后的反事实情境，并将不同层级教育回报的相对
比值变动分解为社会结构变化所导致的变动和剩余（residual）变动两部
分。在构造权重时，我们通常以是否来自基准样本为依据构建二值变
量，并使用 Logit 或 Probit 模型拟合和计算特定个体属于基准样本的概
率。为便于解读，基准样本一般选取首尾时期的数据。随着 CGSS 的调
查方法的不断完善和样本规模的扩大，新近的调查表现出更优的数据
质量，本文因此统一选取 2021 年的调查样本作为基准样本。基于 2021
年调查的结构变量分布，其他调查年份的各个样本被赋予不同的权重，
权重公式为：

Wx = Pr（t x = 2021 ｜x）
Pr（t x = ta ｜x） × Pr（t x = ta）

Pr（t x = 2021）

其中，x 代表指定的结构变量，Pr（t x ｜x）为控制结构变量分布后样本来

自 tx期的概率期望；Pr（tx）则是不控制任何变量时任一样本来自于 tx期的

统计概率；ta 代表除了作为基准的 2021 年之外的任一调查年份。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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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e ）tal
r ｜ t =2021

将来自 ta 年份的样本重新赋予计算所得权重，从而获得一种能够与
2021 年调查数据的社会结构特征类似并可以比较的反事实状态。

基于这种构造的反事实情境，我们将不同年份给定层级教育回报
的相对比值变动，分解为因为指定社会结构特征变化导致的差异与剩
余变动两部分。分解过程表达式如下：

｛ ｝
｛ ｝

（Ratel/ r）ta -（Ratel/ r）2021 =（Ratel/ r）ta -（Rate ）ta +l
r ｜ t

（Rate ）ta -（Ratel/ r）2021 +l
r ｜ t = 2021

= 2021

其中，（Ratel/ r）ta 为之前构造的调查年份教育层级 l 与作为参照组的高

中教育水平群体 r 之间的平均收入相对比值，（Rate ）tal
r ｜ t =2021 则是以控制

社会结构因素为 2021 年水平构造出的反事实 ta 调查年份状态重新计
算教育层级 l 与高中教育水平群体 r 之间的相对收入比值，即经过权重
重构后得到的反事实情境下的相对比值。通过引入反事实的 ta 调查年
份的情境，我们将特定教育层级群体 l 在 ta 年与 2021 年相对收入的
差值分解为两个部分：右式第一部分为真实的收入相对比值与同一年
份反事实情境下相对比值的差异，代表可以由该年社会结构因素与
2021 年不同而解释的部分；第二部分是该年反事实情境的相对比值减
去 2021 年的教育回报比值，在控制社会结构因素的情况下，这部分代
表了从 ta 年到 2021 年社会结构因素变化不能解释的剩余变化。在结
果展示中，考虑到不同教育层级间相对比值存在明显差异，我们将真
实值与反事实值间的差值除以作为参照组的 2021 年对应的教育层级
相对比值的绝对值，即在将社会环境特征与 2021 年匹配后，ta 年真实
与反事实情境间的差异相当于 2021 年水平的百分比，具体指标构造公
式如下：

（Rate_Ratel/ r）ta = （Ratel/ r）ta -（Rate ）tal
r ｜ t =2021

｜（Ratel/ r）2021｜
为了进一步探讨各维度的社会结构变化对教育回报的相对比值有

怎样的影响，我们通过不断变动匹配过程中控制的社会环境变量来细
化分解框架，以将不同维度社会结构因素的混合影响分解开来。在构建
反事实情境时，选取的变量决定了目标样本和基准样本在哪些维度上
进行匹配：当某一维度的变量信息被纳入匹配过程时，就意味着构建权
重时包含了基准样本在这一维度上的特征；如果这些变量未被纳入匹

（Rate ）tal
r ｜ t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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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际分析过程中，因组间 T 检验一般无加权设置，故使用等价的以组别为虚拟解释变
量的二元回归代替。

配，则构建出的反事实情境在该维度上就不会与基准样本匹配。因此，
通过不断改变用于匹配的变量，构建并比较不同的反事实情境效果，我
们就可以估计出特定维度的信息对各教育层级的相对收入有怎样的影
响。因素细分框架的公式表达如下：

EffectB，ta =｛ ｝（Ratel/ r）ta - -（Rate ）tal
r ｜ t=2021

（ ）ta（ ）｛ ｝（Ratel/ r）ta - Rate l
r ｜ t=2021 & B = ta ta

（ ）= Rate l
r ｜ t=2021 & B = ta ta - Rate l

r ｜ t=2021（ ）ta

其中，EffectB，ta 指 B 维度的结构性因素对 ta 年教育回报相对比值的影

响，Rate l
r ｜ t=2021 & B = ta的涵义是控制除 B 维度外的其他结构性因素到

2021 年的水平。整式即由前式第一部分代表的结构性因素影响减去不
考虑维度的结构性因素影响，从而获得单纯因 B 维度因素影响带来的
比值变化。

为了控制不同社会结构维度之间可能存在的交互效应的干扰
（Parolin and Gornick，2021），我们按照各社会结构因素在个体生命历程
中的一般发生次序，设计了一种“层层剥笋”式的策略。如表 2 所示，权
重 5 包括了所有社会结构特征的 14 个变量，也就是在分析整体社会结
构因素变迁影响时基于的反事实情境 Rate l

r ｜ t=2021（ ）ta。从权重 4 到权重
1，依次剥离市场岗位环境、家庭结构、教育层级、原生家庭背景等变
量，直到只控制最基础的人口学特征变量。由此，本文对于除了作为基
准项的 2021 年之外的各年份的调查数据，分别构建出 5 套反事实情
境，从而分别获得各维度社会结构特征对教育相对回报的影响。本文实
证部分基于 R 语言实现。 3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保本文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在各分析环节尝试了诸多不同

的设置，包括修改删截处理的上界为平均值加上 4 倍或 6 倍标准差；使
用封顶处理（top-code）将过高收入样本统一赋值为平均值加上 5 倍、4
倍或 6 倍标准差；控制样本年龄为 25—60 岁或 55 岁；扩大样本到包含
全体报告有效个人收入的样本；选取在调查期间居住在城镇地区的人
作为样本；选取来自各年调查均覆盖的省份的人构造样本；替换基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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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限于文章篇幅，相关稳健性检验结果将不在文中一一展示，有需要者，可以与作者联
系索取。

份为 2003 年或 2012 年；替换参照组为初中或大学本科群体；在计算反
事实权重时乘上 CGSS 提供的各期样本权重等。最终的检验结果显示，
变更这些设置对不同教育层级相对经济回报的主要趋势影响有限，本
文的主要结果仍然成立。 4

四、实证分析结果

我们将分三部分呈现实证结果：首先展示不同教育层级经济回报
差异的变化趋势；其次，对比真实趋势与反事实趋势间的差异，并测量
结构化因素对不同教育层级经济回报的影响；最后，逐次拆分不同维度
的社会结构因素变化，探讨这些因素对教育回报的作用方向和影响程
度。此外，由于不同出生队列的人往往经历了不同的社会环境，而同一
出生队列的人的生命历程更为相似（Fosse and Winship, 2019），因此，
我们也以 5 年为期划分队列，并把出生队列作为纵向时间维度，来呈现
不同教育层级的经济回报按出生队列的变化趋势。

（一）不同教育层级经济回报的差异趋势
图 2 展示了不同教育层级的平均收入与高中教育水平群体的相对

比值随调查时间的变化趋势。图中各点如显示对应的置信区间，则表示
该教育层级与高中教育水平群体之间的 T 检验结果具有高度统计显著
性。再有，图中横轴坐标对应的是各调查年份，因而是非连续的变量，相
邻调查时段的最大间隔为 3 年（后面各图均同）。

与图 1 相比，尽管近 20 年来民众的收入水平呈非线性增长，但各
教育水平群体收入的相对比值稳定在相对固定的范围（见图 2）。比如，

反事实权重序列 控制因素 控制变量

权重 1 人口学特征 性别、年龄区间、民族

权重 2 权重 1 + 原生家庭背景 权重 1 + 14 岁户口、父母是否为党员、父亲/母亲教
育层级

权重 3 权重 2 + 教育层级 权重 2 + 个体教育层级

权重 4 权重 3 + 家庭结构 权重 3 + 婚姻状态、子女数量

权重 5 权重 4 + 市场岗位环境 权重 4 + 当前户口、政治面貌、工作状态、单位性质

表 2：基于反事实的因素分解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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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同年高中教育水平群体为参照组 。

2. 为防止位点重合 ，图中各点设置有随机抖动 。

图 2：不同教育层级个体月收入相对差异趋势

与高中教育水平群体相比，大学本科教育水平群体收入的平均相对比
值为0.97，意味着大学本科教育水平群体的收入均值比高中教育水平
群体高出近1 倍。这一数值在各调查年份保持相对稳定，最大值出现在
2010 年和2021 年，都为 1.29，而最小值是 2006 年的 0.69。再比如，职
高 /中专 /技校教育水平群体的收入比高中教育水平群体平均高出
15%，两群体收入相对差距的最小值为 2006 年的 6.7%，最大值为 2021
年的 24%。此外，不识字群体、小学与初中教育水平群体的平均收入分
别比高中教育水平群体低 69%、53%和 26%，而大专教育水平群体的收
入比高中教育水平群体平均高 51%，在各年份均大致稳定。但硕士及以
上教育水平群体例外于此规律，他们的收入平均比高中教育水平群体
高 2.1 倍，但在不同年份存在明显波动，最小值为 2012 年的 1.14，最大
值是 2021 年的 3.55，意味着对应年份硕士及以上教育水平群体的平均
工资分别大约是高中教育水平群体的 2.14 倍和 4.5 倍。同时，硕士及
以上教育水平置信区间范围也明显大于其他教育水平群体，出现这一
现象的可能原因，除了该群体组内收入差异更大外，更主要是由于具有
硕士及以上教育水平群体的样本量在各期调查中都比较有限。

就图 2 呈现的整体趋势来看，不同教育层级收入的相对比值在近
20 年均有波动，而不是单调的增减。从 2010 年之后看，大学本科和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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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同队列高中教育水平群体为参照组 。

2. 为防止位点重合 ，图中各点设置有随机抖动 。

图 3：不同教育水平个体月收入相对差异的队列变化

士及以上教育水平群体的相对收入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不识字群体的
相对收入也有增长，而其他教育层级群体的相对收入基本上仍是小范
围波动。

出生队列为相对收入的变动趋势提供了另一种观测维度。图 3 以
个体样本的 5 年期出生队列为横坐标，描绘了不同教育层级相对收入
按照出生队列次序的变动趋势。由于样本对应的教育时期与样本量限
制，我们仅关注 1950s —1995s 这 10 个 5 年期出生队列。由于同辈群体
往往有类似的生命历程，面临相同的社会环境，并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同
期竞争，使得队列内部可能呈现不同于当期社会整体的特征性趋势。图
3 显示，1970 年以后的出生群体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出生群体在教
育回报模式上存在明显差异。五六十年代的出生群体接受职高 /中专 /
技校及以上教育后获得的相对经济回报显著高于“70 后”，也高于“80
后”和“90 后”。在1970 年以后出生的群体中，职高 /中专 /技校教育层级
的收入回报与普通高中层级相比已不再占有优势，这与陈伟和乌尼日
其其格（2016）研究的结论一致。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对于五六十年代的
出生群体，中专曾是仅次于大学的高筛选教育，而在七八十年代以后，
职业教育的筛选功能和声望均有所降低。再比如，在五六十年代的出生
群体中，大学本科教育水平群体的平均收入要比高中教育水平群体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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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而在“70 后”中为 99%，在“80 后”和“90 后”中则只高出 57%。所
以，从出生队列维度来看，确实存在一种出生时间越晚，高等教育水平群
体的相对经济收入越低的趋势。但是，就硕士及以上教育层级来看，虽然
在“60 后”和“70 后”中的相对教育回报有明显降低，但在 1970 年以后的
出生群体中，除“95 后”外，相对教育回报都保持在一个较为平稳的水平
（高出高中教育层级平均收入217%）。

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出生群体相比，“95 后”的高等教育水平群
体的相对回报呈明显降低趋势，这主要是调查时点的制约所致（方长
春、风笑天，2018）, 而不是因为“95 后”的高等教育回报出现了明显下
降。以 1995 年出生的样本为例，如果按年龄估算，研究生 25 岁毕业，本
科生 22 岁毕业，高中生 18 岁工作，在 2021 年受访时，该年出生的研究
生刚参与工作 1 年，本科生仅有 4 年经验，而高中生已经工作 8 年了。
也就是说，“95 后”的高等教育水平群体参与工作的时间远短于同出生
队列其他教育水平群体的工作时间，从而导致工作年限带来的薪资差
异在短期内掩盖了不同教育水平带来的收入差距。另外，在“50 后”中，
硕士及以上教育水平群体的相对教育回报低于“60 后”，这可能是该区
间样本数量过少所致。

（二）反事实年份趋势对比
本节呈现的是在以 2021 年的社会结构特征为基准构建的反事实

情境下，各年份不同教育层级的相对教育回报，并与上面一节展示的
真实状态进行对比。图 4 展示的是在控制社会结构特征为 2021 年的水
平后，反事实情境下各教育层级的回报趋势。与真实情境相比，反事实
情境下职高 /中专 /技校教育水平群体和 2011 年以前的大学本 /专科教
育水平群体的相对回报有更明显的波动；不识字群体在反事实情境下
则呈现一种单调微升的趋势。为凸显真实值与反事实值之间的相对差
异，即社会结构因素变化对相对教育回报的影响，我们在图 5 展示了
以 2021 年水平为基准的各教育层级真实值与反事实值间相对差值的
变化趋势。

从图 5 可见，不同年份反事实情境与真实情境的相对差值波动明
显，且距离作为基准年份的 2021 年越远，波动幅度越大，这是因为反事
实情境是基于 2021 年调查数据的社会结构特征所构建。对于 2021 年
来说，当反事实情境与真实情境重合时，两者的相对差值等于 0，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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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同队列高中教育水平群体为参照组 。

2. 以 2021 年为基准年份 。

3. 为防止位点重合 ，图中各点设置有随机抖动 。

图 5：不同教育层级月收入差异的反事实与真实值差值趋势

各曲线均集中在坐标轴上：当年份距离 2021 年越近，社会结构特征就
更为接近，反事实与真实情境间差距也就较小；当调查时间距离 2021

注 ：1. 同队列高中教育水平群体为参照组 。

2. 以 2021 年为基准年份 。

3. 为防止位点重合 ，图中各点设置有随机抖动 。

图 4：反事实的不同教育层级月收入差异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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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较远时，两者社会结构特征差异会变大，反事实与真实情境也就明显
不同。我们在稳健性检验中将基准年份由 2021 年替换为 2012 年 /2003
年后，也呈现类似状况：距离基准年份越近，差值越小；距离基准年份越
远，差异和波动幅度越大，且使用不同基准年份获得的变迁趋势具有一
致性。就不同的教育层级来看，大学以上教育水平群体在大多数调查时
期的相对差值为负值，如研究生的相对差值均值为-3.4%，本科和专科
群体分别为-17.3%和-7.9%，这意味着，如果在反事实情境下，这些群
体的相对经济收入会高于真实值。以本科学历为例，如果各期的社会结
构特征都控制在 2021 年的水平，平均而言，本科教育水平群体与高中
教育水平群体的收入相对差值会扩大到 17.3%。与之相对，较低教育层
级群体的真实情境一般高于反事实情境的收入相对差值。比如，不识字
群体、小学教育水平群体、初中教育水平群体的相对差值分别为
14.9%、13.8%和 12.5%。也就是说，如果各期调查数据的社会结构特征
都像2021 年，则较低教育层级群体与高中教育水平群体的相对教育差
值应当更小。由此，从整体来看，近 20 年来社会结构特征的长时段变化
对不同教育层级群体的收入水平有异质性的影响：以高中教育水平群
体为参照，高等教育水平群体会因为社会结构的变化而获得相对更高
的经济回报，同时，社会结构变化又缩小了更低层级教育群体与高中教
育水平群体的平均收入的相对差距。值得说明的是，在同一教育层级的
不同时段，相对差值趋势也存在明显波动。这种波动反映了社会结构因
素对教育相对回报的动态作用。此外，职高 /中专 /技校教育水平群体在
各期波动得尤为剧烈，原因在于该群体的收入水平本身与高中教育水
平群体接近，使得反事实与真实情境间的差值方向更易变动，且相对波
动更为明显。

在反事实情境下，我们同样考察了不同出生队列教育回报的相对
差异，并将结果呈现为图 6。与图 3 相对照，反事实情境下的五六十年
代出生群体和 1970 年以后出生的群体有更明显的区分。与真实情境相
比，反事实情境下硕士及以上教育水平群体的相对经济回报整体上明
显下降，尤其是五六十年代出生的硕士及以上教育水平群体的相对经
济回报由高出高中教育水平群体 244%和 412%变为只高出 168%和
210%；而七八十年代出生的硕士及以上教育水平群体的相对经济回报
与高中教育水平群体的相对差值也由 219%和 176%缩小为 14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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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需要注意的是，尽管1970 年以后出生的硕士及以上教育水平群
体与五六十年代出生群体相比经济回报有明显下降，但在 1970 年以后
的各出生队列中，教育回报并未随着出生时间的晚近而明显下降，反而
有抬升的趋势（这里不考虑前文所讨论的受调查时点影响的“95 后”）。
在真实情境下，“90 后”的硕士及以上教育水平群体收入仅比同辈高中
教育水平群体高 117%，但基于2021 年特征的反事实情境下，两者的相
对差值扩大到 199%，赶上并超出了 1970 年以后出生的其他出生队列
的硕士及以上教育水平群体的相对回报水平。从职高 /中专 /技校到大
学本科的教育层级来看，反事实情境下的五六十年代出生群体教育相
对回报率同样明显高于 1970 年以后出生的群体。以大学本科为例，五
六十年代本科生的平均收入比高中生高135%，但“70 后”的这一差距缩
小到 48%，意味着“70 后”本科教育水平群体的平均收入为同队列高中
教育水平群体的近 150%。又比如，五六十年代的职高 /中专 /技校生收
入比同辈高中生高 38%，但“70 后”同教育水平群体的平均收入已低于
高中生 9.5%。然而，就 1970 年以后的各出生群体来看，这些教育水平
群体的相对收入仍维持在较为稳定的状态。反事实情境下的另一项突
出特征是“80 后”“90 后”中不识字群体的相对收入有明显增长，即真实
情境下他们的收入比同辈高中生低44%，但基于 2021 年的结构特征，

注 ：1. 同队列高中教育水平群体为参照组 。

2. 为防止位点重合 ，图中各点设置有随机抖动 。

图 6：基于反事实构建的不同教育水平个体月收入相对差异队列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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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相对差值缩小到 29%。综合来看，反事实情境更清晰地揭示，近 20
年来的社会结构变迁将高等教育的相对经济回报维持在较为稳定的水
平，同时又缩小了与其他教育层级间的收入差距。

（三）社会结构差异的因素分解
那么，不同维度的社会结构因素是怎样影响相对教育回报的呢？基

于前文研究方法部分的分解框架，我们以大学本科、职高 /中专 /技校和
初中等三个教育水平群体的相对经济回报为例，图 7—图 9 展示了在
不同权重设定下，对应教育水平群体与高中教育水平群体相比收入差
异的真实值与反事实值间相对差值的变化趋势。从图 7 可见，完全控制
5 个社会结构特征维度的反事实情境（权重 5）与真实情境的差别最大；
在逐次减少社会结构变量维度后，反事实情境与真实情境的差别也不
断缩小，只控制基础人口学特征的权重 1 情境与真实情况最为接近。这
也说明，5 个社会结构维度的纵向变化以不同的程度影响了本科教育
水平群体的相对经济收入。相邻权重间差异最大分别出现在权重 5 与
权重 4、权重 2 和权重 1 之间，它们的变动分别为是否加入市场岗位环
境和原生家庭背景两个维度，也即，这两个社会结构维度，尤其是市场
岗位环境的变化对本科教育水平群体的相对经济回报影响最为关键。
此外，5 组反事实情境下相对差值均为负数，且除了控制全部社会结构

注 ：1. 同年高中教育水平群体为参照组 .。

2. 以 2021 年为基准年份 。

3. 为防止位点重合 ，图中各点设置有随机抖动 。

图 7：不同权重设定下本科教育月收入差异的真实值与反事实差值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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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的权重 5 外，不同权重设置对应的各年份调查数据的位点几乎全
为负值。这意味着真实情境的相对收入差值低于以 2021 年为基准的反
事实情境，因而这些维度的变化均扩大了本科教育水平群体与高中教
育水平群体的收入相对差值，使得本科教育水平群体获得了更高的平
均收入。

图 8 呈现了职高 /中专 /技校教育水平群体与高中教育水平群体平
均收入差距的真实值与反事实值差异。由于职高 /中专 /技校教育水平
群体的平均收入与高中教育水平群体最接近，使得相对差值的波动最
为明显，且方向更易反转。包含市场岗位环境的权重 5 的情境的确呈现
出剧烈波动、不断翻转的特征，不包含市场岗位环境的其他反事实情
境中则呈现较为一致的趋势，且主要处于负值区间。也就是说，除了市
场岗位环境因素外，其他社会结构特征的纵向变化整体上扩大了职高 /
中专 /技校教育水平群体相对于高中教育水平群体的收入优势。但市
场岗位环境因素对该教育水平群体的平均收入作用最为显著，且不太
稳定。

注 ：1. 同年高中教育水平群体为参照组 。

2. 以 2021 年为基准年份 。

3. 为防止位点重合 ，图中各点设置有随机抖动

图 8：不同权重设定下职高 /中专 /技校教育月收入差异的真实值与反事实差值趋势

图 9 展示了初中教育水平群体与高中教育水平群体平均收入差距
的真实值与反事实值间差异。与图 7 和图 8 相比，图 9 真实情境与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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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限于文章篇幅，其他教育层级的不同权重对比数据将不在文中一一展示，如有需要，
可与作者联系索取。

实情境的相对差值基本为正，即在现实情况下，初中教育水平群体与高
中教育水平群体的收入差距大于以 2021 年社会结构特征为基准的反
事实情境，而社会结构特征的变化缩小了这种差距。图 9 同样显示，市
场岗位环境因素的影响最为明显。

注 ：1. 同年高中教育水平群体为参照组 。

2. 以 2021 年为基准年份 。

3. 为防止位点重合 ，图中各点设置有随机抖动 。

图 9：不同权重设定下初中教育月收入相对高中差距的真实值与反事实差值趋势

其他教育层级也基本遵循加入市场岗位环境因素的权重 5 对相对
收入差值影响最大的规律，随着社会结构因素维度的减少和调查时间
接近于 2021 年，都出现了反事实与真实情境之间差值不断缩小、同一
教育层级在不同权重情境下均值正负方向基本一致等特征。 5

五、总结与讨论

本文基于 2003—2021 年共计 12 期 CGSS 的合并数据，从宏观趋势
追踪的视角切入，采取因素分解的策略，探讨了不同教育层级之间相对
收入回报差距的变化趋势，以及社会结构因素的变迁对教育回报的影
响。首先，整体来看，个体平均收入水平随着教育水平的变化呈现明显
的梯次差异，更高的教育层级对应着更为丰厚的经济收入，且除了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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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以上教育层级外，特定教育层级的相对经济回报水平一般处在比较
稳定的范围。就各期数据而言，大学本科教育水平群体和大学专科教育
水平群体的平均收入分别是高中教育水平群体的 1.97 倍和 1.5 倍左
右。其次，以出生队列来看，五六十年代的出生群体在接受职高/中专/技
校及高等教育后获得的相对经济回报显著高于 1970 年以后出生的同
教育层级群体。

以给定 5 个维度的社会结构特征构建以 2021 年为基准的反事实
情境后，本研究的结果显示，近 20 年来社会结构特征的变迁使得较低
教育水平群体与高中教育水平群体的经济回报差距缩小，高等教育水平
群体相对于高中教育水平群体的收入优势则有增加。在反事实情境下，
五六十年代出生的群体获得的高等教育回报仍然明显高于 1970 年以
后出生的群体，但“80 后”“90 后”的高等教育相对回报与“70 后”相比
并未明显降低。通过逐次剥离社会结构维度，我们发现，市场岗位环境
和原生家庭背景对教育层级之间的相对收入差距影响最大，其他社会
结构维度也有一定影响。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之上，本文在理论和经验研究层面有以下新的
贡献：首先，本文以直观的形式呈现了不同教育层级的相对收入差距变
化趋势，覆盖的数据窗口将近 20 年，其中也包括最为新近的调查时期，
为中国教育回报趋势研究提供了全面及时的实证支持。更重要的是，我
们在研究中采用了新的测量指数、视角和方法，从而解决了长时段区间
收入数值不可直接比较、社会结构变迁特征难以捕捉等问题。其次，我
们的研究方法广泛适用于收入回报研究领域的其他议题，为将来的相
关研究提供了方法与策略的选项。最为关键的是，本文从群体趋势追踪
的视角验证和呼应了一些现有研究结论，比如：1970 年以后出生队列
的职业教育相对回报率下降（陈伟、乌尼日其其格，2016）；高中以下教
育层级间的经济回报差异不断缩小（王美艳，2009）；高等教育回报率在
2013 年附近最低 6（袁媛、张文宏，2023）；市场岗位环境变化对教育回
报差距影响显著（Zhou，2014；王骏，2016；卢晶亮，2018；吴晓刚、李晓
光，2021）等，我们的研究结果进一步提升了前人这些论述的效力。最

6. 本研究中硕士及以上学历群体和大学本科学历群体分别于 2012 年和 2013 年达到相
对回报低点（图 2），但因为袁媛与张文宏（2023）文中没有具体区分高等教育的内部层
级，所以显示为 2013 年达最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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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我们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原创性发现：中国近 20 年的社会结构变
迁在整体上增加了高等教育的回报，同时缩小了其他教育层级群体之
间的收入差距；五六十年代和 1970 年以后的出生群体呈现出两种教育
回报的模式，但从“70 后”到“90 后”，预期的教育回报其实相差并不
大。这些结果尚未在前人研究中出现过。我们认为，受益于改革开放初
期的经济高速发展与高端劳动力的稀缺，出生于五六十年代且受过高
等教育的人的确能够获得远高于他们之后出生队列的经济回报。对
1970 年以后出生的人而言，尽管受大学扩招因素的影响，高端劳动力
的供给更为丰富，但随着市场的不断扩大，更多针对高等教育获得者
的较高经济回报的岗位被创造出来，从而使得高等教育的经济回报在
整体上能够保持相对稳定。同时，由于劳动力市场更广泛地将是否上
过大学作为人才招聘的准入门槛，使得高中及以下学历的所有人在能
够获得的岗位方面基本没有差别，从而导致除了高等教育之外，其他
教育层级间的收入差距不断缩小。

应当如何理解本文所呈现的结果与“教育回报下降”的经验直觉以
及社会舆论之间的差异呢？我们认为，有三种可能的解释。

其一，民众对高等教育回报的期望可能根植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
的个体经验，当时社会对高学历人才的尊崇和期许塑造出一代人牢固
的社会记忆（刘亚秋，2010；钱力成、张翮翾，2015），并因为与当下的对
比而产生落差。本文则使用不同教育层级与高中教育层级的收入差异
对比来度量教育回报，且时间窗口未覆盖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故而得
出的结果不同于大众的经验直觉。事实上，我们的研究结果的确也显
示，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获得的高等教育的回报远高于在他们之后出
生的人。近 20 年来，伴随着中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接受本科及以上
教育的人的数量与比例在最近的出生队列中大幅度增长，从而使得劳
动力市场与早期经验相比出现了显著的供需变化。本文想强调的是，尽
管经历了高等教育扩张等事件，但得益于市场岗位的增加等社会结构
的变化，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的各出生队列之间的高等教育的经济回
报仍然维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

其二，高等教育内部的差异被不断放大，社会从原来对本科学历的
看重激化为对“985”“211”等名校的追逐与“考研读博”的学历竞赛。当
学历的“鄙视链”被习惯性地应用于日常的对比时，也会不断地放大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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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对学历的焦虑与失落。
其三，以社交媒体为主要舆论场所的传播媒介将民众分隔于极化

的信息茧房中（陈云松，2022），它们总是会拣选出最具戏剧性和引爆点
的案例进行传播。当一些被精心裁剪的“闪光案例”与现实情境相对比
时，自然会对民众的学历焦虑起到集中和放大的效果。事实上，在中国，
接受中等职业教育和高中以下教育的人是社会的绝对主体，却又被默
认排除出关于学历回报的讨论。以上原因使得本文基于对比高中教育
层级与其他教育层级平均收入得出的结论与舆论场中的主流声量不相
符。我们认为，与将“教育回报下降”默认为一种既成事实相比，更合理
的态度应当是将相关话题作为一种反映民众关切与诉求的舆情预警
（陈云松等，2019）。当然，限于 CGSS 中未包含学校层级、专业等更细致
的信息，且由于调查周期限制而尚未明显捕捉到新近发生的硕士扩招
等现象及其对教育回报的影响，本文未能对上述解释予以实证检验，这
些有待将来的研究进行补充。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限制与不足。首先，我们选取了 14 个变量来构
造 5 个社会结构维度，但有限的变量并不能穷尽近 20 年来的社会结构
变迁，且本文的分析方法对变量等参数的选取敏感（Parolin，et al .，
2023）。比如，除了本文已纳入的城乡户口变量外，一些研究还考虑了更
精细的地区划分（如东西部，一二线城市等）（Appleton，et al .，2014；
Zhou，2014；卢晶亮，2018），而更多的相关指标也受制于数据的可得性
和各期调查数据的一致性问题。同时，早期调查中包含的研究生及以上
学历的样本较少，使得研究生及以上教育水平群体的早期趋势的可靠
性相对较低，在解读这一教育水平群体的相对教育回报时，应对此数据
缺点有所留意。在将来的研究中，通过使用样本量更大、覆盖范围更全面
的调查数据（如微观普查数据）或许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吴晓刚，2023）。
其次，本文展示的结果遵循已有研究设定并控制了样本的工作单位类
型，因而未包含失业群体，但这也随之带来了样本选择的问题，即不同
教育水平的个体面临的失业风险不同，从而给特定教育层级的相对经
济回报带来偏差。为此，我们也对所有报告了有效个体收入的样本作了
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除了局部的差异外，并不影响本文的核心结论。
第三，我们的分析框架将变化趋势分解为社会结构因素和剩余变动，并
侧重关注社会结构因素的影响，而导致剩余变动的因素还可能包括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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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性政策影响、各类偶发事件（陈云松等，2020）、社会心态价值变迁等。
此外，前面提到的一些被遗漏的社会结构因素在不同调查年份操作不
一致（如 2003 年仅含城镇样本、2021 年一些省份缺失等差异），但也被
混杂于剩余变动中，其中具体的机制也有待后续更精细的数据和研究
来挖掘与厘清。最后，经济回报仅仅是教育回报的一个方面，教育还会
在社会地位、职业区分、社会资本、自我评价等诸多方面（Hout，2012；许
多多，2017）对个体产生影响。本文仅聚焦于教育在收入层面的影响，要想
全面评价教育回报，教育对其他方面的影响也不可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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